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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与对手贸易是国际政治领域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

研究。与已有的分析路径不同 ,作者构建了一种国家 - 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力图更好地解释这个

问题。根据该框架 ,国家行为体的偏好为国家安全 ,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是经济福利 ,两者的偏

好共同制约着一国政府与对手贸易政策的制定。一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最终输出则不仅仅取决于

国家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博弈能力 ,而且还受到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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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年 ,美国开始同英国交战以谋求“第二次独

立 ”。奇怪的是 ,无论是在开战之前或是开战之后 ,美

国都没有切断同英国的贸易。在 1914年一战爆发前

的一段时间 ,英国已经感觉到了德国的扩张战略 ,但仍

继续与德国贸易 ,客观上使得德国的经济实力愈发强

大。现在 ,美国虽一再表达中国可能是其未来的战略

竞争对手 ,可同样地要和中国扩大经贸联系 ,似乎并不

担心中国日后真的与之发生冲突。

这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 ,即与对手贸易。本文旨在从理论的角度深入分析

这一独特的国际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与

已有的分析路径不同 ,本文构建了一种国家 - 社会的

分析框架以力图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本文分为五部

分 ,第一部分梳理已有的解释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第

二部分提出国家 - 社会的理论模型 ,第三部分从该模

型出发 ,探讨一国政府在与对手贸易时所可能采取的

政策 ,第四部分讨论影响与对手贸易的相关因素 ,第五

部分为结论。

一　已有的解释及简短评价

　　学界并未忽视这一重大国际政治问题 ,不少学者已

经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大致上 ,可以把已有的

解释归结为三个方面 :相对收益的考虑、对手的性质以

及不确定性的决策。

(一 )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

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论争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重要性在于估计无政府条件下

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对手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是某种

形式的合作 ,所以采用相对收益这一范式对其进行分析

在各种已有解释中处于主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 ,相对

收益和绝对收益的分析框架仍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概括 ,

在其内部 ,还可细分出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

　　3 对于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修改建议 ,作者在此表示感谢。文中

观点由作者个人负责。本文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研究项目“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及其决策机制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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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获取超过对手的相对收益。源于贸易的收

益在国家之间的分布具有不对称性 ,国家对这种不对

称性相当敏感 ,这使得一国更为关心本国在与对手贸

易中所获得的相对收益。① 基于此 ,只要一国认为在

双边贸易中获取了比对手更多的相对收益 ,该国就愿

意继续同对手贸易。② 随着贸易的深入以及相对收益

的不断获得 ,一国能够拥有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优势 ,

从而可以向对手施加长久性的战略影响。此种解释的

一个难点在于如何衡量相对收益的多寡。在此种情况

下 ,国家如何确保自己的收益一定要比对手国多 ? 如

果能够计算相对收益的多少 ,同样持相对收益思维的

对手国由于惧怕自身利益受损 ,也会限制贸易。这样

也不会产生与对手贸易的现象。

第二 ,针对第三方的相对收益。一国可能同时面

对多个对手。在衡量这些对手对本国造成的挑战时 ,

该国会重点锁定其中某一个为当前的最大威胁 ,而其

他对手对本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会被认为较小。此时 ,

该国的理性选择是限制或停止与最大威胁国的贸易 ,

同时为弥补与最大威胁国贸易的减少而造成的损失 ,

不得不继续和其他威胁较小的对手进行贸易以提升自

身的经济实力。③ 这种解释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

误。与对手贸易中的“对手 ”势必是对本国安全造成

重大威胁的 ,那些不对本国造成重大威胁的国家还能

否被称为对手呢 ? 更重要的是 ,不与威胁最大的国家

进行贸易事实上已经否认了与对手贸易这个命题。

第三 ,考虑本国的绝对收益。部分学者尽管同意

相对收益的重要性 ,但更强调绝对收益的普遍性以及

可能性。基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 ,持该种观点的学

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缺少合作。相反 ,国家

更多的是从绝对收益的角度来判断本国的经济和军事

能力。在与对手贸易的时候 ,国家并不十分关心本国

获得的利益相对于对手是多还是少 ,而是关心本国有

没有从中获利。如果本国从中得到了利益 ,贸易将得

以延续。④ 强调绝对收益因素在塑造国家对外政策中

的作用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不过 ,这一观点确实

面临着经验解释上的困境。比如 ,如果仅仅考虑绝对

收益的话 ,美国就应该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因为

这样做可以有效弥补美国对华贸易中的巨额赤字。

(二 )对手的性质

利伯曼 ( Peter L iberman)主张 ,研究与对手贸易这

一问题不能脱离对对手性质的分析。他认为 ,对手的

性质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是否与其贸易。在

他看来 ,对手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对手距离本国较

近、国力强盛且拥有进攻性意图 ;另一种对手距离遥

远、国力有限并采用防御性战略。可以预见 ,一国将会

限制与第一种对手的贸易 ,但对于第二种对手 ,由于它

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比较遥远 ,所以国家不会限制同

其进行贸易。与对手贸易的国际政治现象由此产

生。⑤ 此种观点犯了与“针对第三方的相对收益 ”解释

同样的逻辑错误 :避重就轻地回避了对真正的对手进

行分析 ,而是选择了不能称之为对手的对手加以论证。

也有学者从对手国国内的政治制度民主与否来对

此进行解释 ,这实际上是“民主和平论 ”在该问题上的

具体运用。由“民主和平论 ”展开 ,与对手贸易的逻辑

演绎如下 :某个民主国家与另外一个民主国家进行贸

易 ,该国秉承民主国家极少发生战争的政治理念 ,并不

十分担心产生对本国不利的贸易的“安全外部性 ”,所

以不会限制与对手的贸易 ,两国间的贸易由此得以延

续。但如果贸易发生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 ,

或者是在非民主国家之间 ,贸易将会停止或受限。⑥

但是大量的历史反例反映了此种解释的局限。比如 ,

一战前期的英国和德国以及二战前期的美国和日本之

间所进行的大量贸易就是对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不

进行贸易的最好颠覆。

(三 )不确定的决策

该种论点认为 ,在考虑是否允许同对手贸易的决

策时 ,一国政府面临着信息有限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

比如缺少关于对手的真实能力及意图的相关信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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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这些重要信息 ,政府就贸然地进行决策不但危险 ,

而且没有针对性。此外 ,对于停止与对手贸易所可能

产生的各种军事、经济及政治后果 ,一国也无法预先准

确判断。在此种情况下 ,国家最为妥当的选择为根据

对手的战略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相机抉择。这意味

着国家针对对手所制定的贸易政策不会一成不变 ,而

会表现为时而放松 ,时而控制。因此 ,与对手贸易完全

有可能在某一时间内成为某个国家的现实选择。①

此种论点同样存在着逻辑缺陷 ,因为它只是提供

了一种与对手贸易的“可能性 ”分析 ,而没有对其进行

“确定性 ”分析。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能逻辑严谨地解

释并提供令人信服的结论 ,而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上的

分析将大大损害解释的科学性。此外 ,在经验层面 ,冷

战开始后的很长时间内 ,美国并没有“可能 ”与苏联贸

易 ,而是“确定 ”不与苏联进行贸易。

二　国家 -社会的解释模型

　　上述解释框架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国际关系学者对

此问题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正如在对其

简要点评时所分析的 ,它们也存在着重大的逻辑或经

验上的不足。产生缺陷的根源在于这些解释都片面地

突出和强调国家的作用 ,基本上都视国家为完全理性、

统一和自为的行为体 ,从国家的视角观察贸易行为。

很显然的是 ,开展国际贸易的主体主要为各个具体的

公司和个人 ,而非国家。上述三种类别的解释恰恰忽

略了这些公司和个人的作用 ,因此它们的解释产生了

主体错位的问题。笔者认为 ,一个逻辑严密的解释必

须要包含这些微观层面的公司和个人行为体的作用 ,

否则必定是不完整的。如何恰当地称呼这些行为体 ?

基于研究的简约 ,笔者用“社会行为体 ”来概括性地描

述这些从事贸易活动的经济单位和个人。如果要把社

会行为体具体化 ,应该包括个体经营者、公司、行业、商

业网络和阶级等五种。②

不过 ,如果仅从贸易的角度来框定行为主体 ,同样

会产生主体错位的缺陷 ,影响分析的准确性。在社会

行为体的掣肘下 ,国家的作用和独立性受到相当程度

的限制 ,不能被看成一个独立的单一主体。但问题在

于 ,与对手贸易确实会引发安全的外部性。而在事关

国家安全的政策领域 ,国家拥有社会行为体所不能企

及的能力和主导愿望。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 ,政府不

但不能置身度外 ,还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行为者

的贸易活动加以引导和调控 ,使之尽量不损害国家安

全利益。这意味着不能过分夸大社会行为体所起的作

用。

因此 ,本文采取“国家 - 社会 ”的分析框架以更为

贴切地描述在与对手的贸易中所产生的双重性主体。

首先 ,该分析框架不同于单纯的利益集团分析或者官

僚政治分析 ,将国际政治完全看成是国内政治的对外

输出 ,将个体或利益集团视做基本的分析对象 ,不仅努

力地“去国家化 ”,而且忽视了跨国关系对国内政治的

塑造。③ 其次 ,该框架也有别于结构性的现实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将国家视为最重

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分析单位 ,只重视国家所处的外在

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 ,将外交政策当做

国家利益的纯粹体现 ,而拒绝接受国内社会行为体的

作用 ,或者“要将国内政治的关切并入现实政治的框

架 ”。④ 最后 ,本文的“国家 -社会模型 ”与自由主义者

认为个人和私人群体 ———跨国的和国内的———应是国

际关系分析的主体也有相当差异。自由主义者认为国

家仅仅是非政府社会行为体利益的集合和代表 ,国家

的“人格 ”取决于社会的“人格 ”,跨国和国内的社会网

络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对外行为风格和政策选择。在社

会之下 ,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性格被淡忘了。⑤

“国家 -社会 ”模型将国内社会力量的作用和国

家的外在安全敏感性及战略选择加以结合 ,强调不仅

必须通过社会行为体的视角来了解国家行为 ,也要在

国家属性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力量。笔者认为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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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复合体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真正本体。这不是对国

际关系理论本体论的彻底颠覆 ,而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因为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国

家本体和社会本体 ,只不过缺少将两者进行联系。

必须注意的是 ,国家和社会本质上虽然互嵌 ,但两

者在偏好以及由偏好所引起的利益识别上差异甚大 ,

并因此导致不同的行为逻辑。① 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

通常假设 ,国家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下 ,而国内的社

会行为体生活在有秩序当中。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

必须自助 ,首先要确保安全 ,然后才是其他目标 ,比如

追求权力。但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并不是安全 ,因为在

并不直接面临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压力下 ,最大限度地

争取经济福利成为它们的主要行为目标。

偏好的不同决定行为逻辑的差异。总体上 ,国家

行为遵从安全最大化逻辑 ,力图保持并扩大与他国的

安全优势 ;而社会体的行为依照福利最大化逻辑 ,以提

高经济福利为各种活动的出发点。贸易活动能够产生

经济福利 ,当它局限于一国之内时 ,安全逻辑和福利逻

辑无涉。但是当贸易不仅跨越国界而成为国际贸易 ,

并且产生显著的安全外部性时 ,国家的安全逻辑与国

内行为体的福利逻辑产生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什么 ?

现实主义因为只设定国家行为体的存在 ,便自然地认

定安全逻辑占优 ,在认为存在严重冲突或威胁的情况

下 ,贸易作为一种安全外部性将受抑制。为了维护国

家的安全 ,保护性甚至更为限制性的贸易政策将会实

施。而自由主义者刚好相反 ,认为各种社会行为体首

先考虑福利实现 ,即使发生了冲突 ,这也是经济领域的

冲突 ,通过合作和协商 ,贸易不但能得以继续 ,而且会

消除可能的安全冲突。冲突与贸易并行不悖的现象表

明 ,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 ,由于过分强调

单个主体的作用 ,忽视了两个行为体互动与融合 ,所以

导致了理论的解释困境。

依照“国家 -社会 ”的行为主体模型 ,并结合行为

体之间的安全和福利偏好差异 ,笔者认为 ,“与对手贸

易 ”的现象是强调福利逻辑的社会主体和注重安全逻

辑的国家主体互相竞争和妥协的结果 ,而一国政府对

外政策的最终输出 ———是强调安全还是更强调贸

易 ———不仅仅取决于国家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之间的

博弈能力 ,而且还受到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三　国家和社会竞争下的贸易政策

　　一国政府在制定与他国的贸易政策时 ,受到国家

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双重约束。理论上 ,政府的最

优选择是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提升社会福利。但在

现实中 ,两者对政策的要求有时是矛盾的。追求国家

安全会影响社会福利的实现 ,过分地强调贸易又会损

害国家安全 ,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要

非常谨慎 ,在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偏好和社会行为体的

福利偏好之间进行权衡。

为了更好地说明权衡的过程 ,笔者制作了表 1。

从一国的国家安全考虑 ,可以把其他国家分为两类 :盟

友和对手。从更好地实现本国社会行为体的经济福利

出发 ,有两个选择 :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在这种分类

下 ,一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有四种选择 :

表 1　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架构下的

对外贸易政策选择

经济福利
国家安全

保护贸易主导 自由贸易主导

盟 友
I:贸易摩擦

(但贸易增长 )

II: 全方位的

贸易增长

对 手
III:贸易遏制

(贸易停止或减少 )
IV: ?

如果是和盟友贸易 ,这表明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

胁 ,影响政府制定与盟友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影响因

素是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在社会行为体的保护贸

易压力下 ,盟友之间会爆发严重的贸易摩擦 ,甚至是贸

易战 (如表 1 - I格所示 )。但这种摩擦在可控制的范

围内 ,一般不会外溢至安全层面 ,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协

商加以解决。比如 ,美国和欧洲在 20世纪 90年代爆

发的“香蕉战 ”和“牛肉战 ”以及美国和日本之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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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偏好的产生 ,有结构基础论 ( structure - based)和行为体中

心论 ( agency - centered)两种解释。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偏好

是外生的 ,而后者坚持偏好是内生的。参见 W illiam Roberts Clark, “A2
gents and Structures: Two V iews of Preferences, Two V iews of Institutions, ”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Q uarterly, Vol. 42, No. 2, Summer 1998, pp. 245 -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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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车战”与“半导体战 ”等等 ,都可以归结为这个范

畴。① 不过 ,即使两个盟国之间产生了贸易战 ,这对于

两个国家之间的总体贸易并无太大影响 ,贸易总额还

是会继续增长。

如果盟国各自国内的社会行为体都偏好自由贸

易 ,并且两国的贸易商品构成高度互补 ,那么连贸易摩

擦也很少发生 ,盟国之间的贸易将实现全方位的增长

(如表 1 - II格所示 )。不仅如此 ,两国还会订立自由

贸易协定以促进双边贸易的更好发展。美国和加拿大

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个典型。很长时间以来 ,美国和加

拿大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 , 2004年的双边贸易总

额达到 4 500亿美元 ,与加拿大的贸易量占美国外贸

总额的 20%。②

假如一国构成本国的战略对手 ,则政府在制定同

该国的贸易政策时 ,不仅要考虑如何才能确保国家行

为体的安全需要 ,同时还必须照顾到社会行为体的经

济福利要求。如果只从国家安全出发 ,限制同对手的

贸易以防止贸易的安全外部性是最佳的选择。但这种

政策选择通常只有在社会行为体也支持政府的此种选

择时才有效 ,其前提条件是社会行为体不会从中断与

该国的贸易中蒙受太多经济损失 ,因此不反对甚或支

持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比如 ,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在冷战初期对其战略对手苏联

的贸易遏止和禁运才能够顺利实施。③ 通过限制同苏

联的贸易 ,美国政府基本上实现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目

标 ,其中包括限制了苏联军事实力的增长及苏联经济

的发展 ,削弱了苏联军事发展的经济基础。此外 ,还打

击了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苏联模式发展的信心 ,加重了

苏联的政治困难等。④

对一国政府而言 ,最困难的政策选择存在于表 1

中的 IV格。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 ,政府理应限制同

对手或潜在对手之间的贸易 ,但这样会损害社会的经

济福利 ;从扩大社会成员的贸易利益出发 ,政府必须为

贸易福利的增加创造条件 ,但这又可能会不利于国家

的长期安全利益。为确保顺利执政 ,政府必须在两者

之间进行审慎的权衡。权衡的结果大致有如下三个 :

1. 国家安全的考虑超过社会福利 ,政府对对手采

取紧缩型的对外贸易政策。这种政策选择以国家安全

为导向 ,力图限制与敌对国家的贸易往来。社会成员

的经济福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现 ,但大多数社会行

为体的要求受到抑制。作为政策实施的结果 ,双边的

关系保持在必要但是较低的水平。冷战后期美国对苏

联的贸易政策就属于这种类型。20世纪 70年代之

后 ,美国虽然改变了彻底的贸易封锁和遏止政策 ,同意

向苏联出口小麦等农作物 ,使得其国内的农场主的福

利得到了提升 ,但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努力地将两国的

贸易商品控制在与两国军事实力无直接关联的农业领

域 ,避免同苏联在其他领域也进行贸易。⑤ 在这种政

策的指导下 , 80年代中期以后 ,美国同苏联的贸易额

维持在一个不高的水平上下浮动 ,并没有太大的提高。

而且 ,从美苏贸易进出口构成来看 ,以美国出口为主 ,

很少从苏联进口商品。⑥

2. 社会福利的影响超过国家安全 ,政府采取宽松

型的对外贸易政策。在此种情况下 ,政府以社会成员

的经济福利为首要出发点 ,维持甚至加强同对手的贸

易水平 ,缺少必要的防范和反制措施 ,让对手通过贸易

获得了实力的迅速发展。虽然国家安全因此而遭到严

重损害 ,政府在社会成员的巨大压力下也无可奈何。

20世纪初英国对德国的贸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

例。一战前 ,英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航运业以及出口

导向的公司等社会行为体形成了一个偏好自由贸易的

联盟。在 1906年的大选中 ,自由党依靠这个联盟的鼎

力支持大胜保守党 ,获得了执政的地位。在这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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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欧美贸易关系的论述 ,可参见 T. E. Josling and T. G.

Taylor, B anana W ars: The Anatom y of a Trade D ispute, Cambridge, MA:

CAB I Publishing, 2003;关于美日之间的贸易冲突 ,可参见赵瑾 :《全球

化与经济摩擦 :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3年版。

http: / /www. census. gov/ foreign - trade / statistics/highlights/ top /

top0412. htm l.

关于美国对苏联的贸易政策 ,可参见 Peter Peterson, U. S. -

Soviet Comm ercial Relationships in a N ew Era, W ashington, D. C: U. S. De2
partment of Commerce, 1972; Mose Harvey, EastW est Trade and U. S. Po2
licy, New York: National A 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1966。

David Baldwin, Econom ic S 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2
niversity Press, 1985, p. 238. 关于美国对苏联的贸易遏制政策 ,还可参

见 M ichaelMastanduno, “Strategies of Econom ic Containment: U. 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W orld Politics, July 1985, pp. 503 - 531。

A lan P. Dobson, U. S. Econom ic S tatecraft for Survival, 1933 -

1991: O f Sanctions, Em bargoes and Econom ic W arfa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214 - 249.

1984～1991年 ,美苏两国贸易总额分别为 : 28亿美元、18亿美

元、19亿美元、33亿美元、50亿美元、41亿美元和 43亿美元。其中 ,美

国出口分别为 : 24亿美元、12亿美元、15亿美元、27亿美元、42亿美元、

30亿美元和 35亿美元。美国处于绝对的贸易顺差地位。参见 http: / /

www. census. gov/ foreign - trade /balance / c4610. 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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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下 ,自由党政府在 1906～1908年期间对海军预

算进行了实质性的削减 ,因为它们认为军事费用的增

加不利于贸易的开展。此外 ,它们还要求改善与柏林

的关系 ,担心同德国的紧张关系会导致英国银行体系

的崩溃。① 从利润出发 ,伦敦的银行家甚至为德国新

生的行业及其对外贸易提供资本。②

3. 政府采取“平衡防范型 ”的对外贸易政策。所

谓平衡 ,是指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之间 ,政府短期内

难以判断和取舍 ,所以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在确保显

性的国家安全的同时 ,与对手进行贸易以满足社会行

为体的要求。所谓防范 ,是指对于一些直接影响国家

安全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控制 ,即使这些贸易品能够极

大改善和提高本国的贸易条件 ,也将其排除在可贸易

的商品名单之外 ,而对于和国家安全无直接关联的产

品贸易 ,则不加限制。

与对手进行贸易 ,一国政府并非只能固定采取一

种政策选择。比如 ,当采取“平衡防范型 ”政策的政府

无法在两者之间平衡时 ,该种战略将会向其他形式转

化。一种可能是政策的制定变得更为侧重国家安全 ,

并开始限制两国社会行为体间的正常贸易 ,此时 ,可以

认定政府的政策已经转为“紧缩型 ”。另一种可能是

政府的政策更多地体现了社会行为体的意志 ,如采取

大幅减低关税和给予最惠国待遇等措施 ,这时的政策

也因此变为了“宽松型 ”。不过 ,无论是“紧缩型 ”、“宽

松型 ”还是“平衡型 ”,都属于针对对手而非盟友所制

定的贸易政策。判断本国是他国的“对手 ”还是“盟

友 ”,虽然双边贸易量的数额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但主

要还是以是否限制敏感军事技术的转让以及高端武器

的出口为关键指标。

四　影响政府政策选择的其他因素

　　对研究者而言 ,不仅要知道一国政府与对手进行

贸易时的政策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 ,要度量那些决定外

贸政策可以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所允许的空间内进

行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的因素。

大致上 ,我们可以从体系、两国之间和一国内部政

府与社会的关系等三方面来衡量。③ 应该说 ,这是一

种综合的分析 ,既参考了体系对国家行为体偏好的塑

造 ,也考虑到社会行为体对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

影响 ,还兼顾了他国对本国政策的回应及本国相应做

出的调整。而且 ,在每个层面上 ,国家行为体和社会行

为体都就政府最终的政策选择发挥着竞争性的影响。

(一 )体系的塑造 :安全和经济结构

国际结构对于政府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塑造分别

从安全和经济两大方面得以体现。在国家行为体主导

的安全层面 ,我们可以把国际体系分为多极、两极和单

极三种 : (1)在多极格局下 ,由于国家间的权力分散 ,

即使一国要对对手实行紧缩型的贸易政策 ,但该国很

难确保其他大国配合并采取同样的政策 ,所以该国政

府的现实选择是宽松型的贸易政策 ; ( 2)在两极格局

下 ,盟友和对手的分化比较明显 ,盟国通常能够支持制

定同对手的紧缩性贸易政策 ; (3)在单极格局下 ,占据

主导地位的国家即使在缺少其他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也

能单独对对手实施紧缩型的贸易政策。④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 ,当提到“结构 ”一词时 ,一

般是指安全结构 ,而非经济结构 ,或者虽然承认了经济

结构 ,但将经济结构从属于安全结构。对此 ,斯特兰奇

曾批评到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它认为“经济进

程只发生在政治结构之中 ,而不承认相反的过程 ———

政治进程发生在经济结构之中 ”。⑤ 笔者并不准备在

此就安全或者经济到底谁包含在谁的进程之中进行探

讨 ,只想指出考虑到国际经济结构的实际参与者是跨

越国界的社会行为体 (如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商等 ) ,

所以如果用单极、两极或者多极来形容国际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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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Paul Kennedy, S trategy and D iplom acy, 1870 - 1945, London:

A llen and Unwin, 1983, p. 95.

Steven E. Lobell, The Challenge of Hegem ony: Grand S trategy,

Trade, and D om estic Politics, Ann A rbor: University of M ichigan Press,

2003, p. 76.

这与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类似 ,但不完全相同 ,主要是加入

了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关于层次分析法 ,可参见 David Singer,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 John Ikenberry,

ed. ,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Harper Collins Publi2
shers, 1989, pp. 67 - 80。

参见 M ichael Mastanduno, “Econom 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 In 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827 - 828。但是要指出 ,马斯坦丹诺运用极的构成分析一国

对外战略中安全和经济的组合运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中心论观

点 ,忽视了社会行为体的作用。

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 ith, eds. ,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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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确实是不合适的。① 基于此 ,我们用“开放的 ”和

“保护的 ”来描述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在“开放的 ”

国际经济结构之下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行为体总体上

都乐见贸易自由化 ,如果一国政府对对手国采取紧缩

型的经济政策 (如提高关税或者经济封锁等 ) ,那么将

会招致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反对。倘若在“保护的 ”国

际经济结构中 ,各个国家必须保护本国行为体的经济

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对对手实施紧缩型的贸易政策则

有其发展的空间。比如在“以邻为壑 ”式的 20世纪 30

年代 ,一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会被认为很正常 ,但若在

“自由贸易”大行其道的 20世纪 80年代 ,一国政府采

取保护贸易做法则要面临很大的压力。

(二 )国家与对手之间 :安全挑战和贸易结构

在国家与对手国层面 ,影响一国政府贸易政策制

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其一为对手国对本国造成的安

全挑战程度 ,其二为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

就安全挑战而言 ,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对挑战意

图的感知和挑战的急迫程度。一国政府对对手国的挑

战意图感受得越强烈 ,则该国政府越倾向于采取紧缩

型的贸易政策 ;如若来自于对手的挑战意图不很明显 ,

则政府对对手国可能采取宽松型的外贸政策。至于挑

战的急迫程度 ,它基本上和政府采取的外贸政策的宽

松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对手的挑战越急迫 ,政府的外贸

政策越紧缩 ;如果对手的挑战比较缓和 ,则外贸政策将

会相对宽松。② 二战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政策很好地

说明了此点。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 ,美国政府并未

严肃对待来自日本的可能挑战 ,所以对日本没有实施

严格的贸易政策。珍珠港袭击爆发之后 ,美国立即宣

布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 ,对石油和铁矿石等战略物品

的控制尤为严厉。

两国社会行为体间的贸易结构是常常被国际关系

学者所忽视的另一个影响政府与对手贸易政策制定的

重要因素。贸易结构指两国生产和进出口商品的相似

性程度 ,可以用竞争性和互补性来表示。③ 当与对手

的贸易结构是竞争性的时候 ,政府容易采取紧缩性的

贸易政策 ,因为此时本国的社会行为体 ———无论是出

口导向型的还是进口竞争型的 ———都能从紧缩型的贸

易政策中获利。相反 ,当两国的贸易结构是互补型时 ,

政府采取紧缩的贸易政策会严重影响社会行为体特别

是出口导向型的社会行为体的利益。④

另外 ,对手国和本国进行贸易的商品的替代性和

依赖程度也是政府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可以根据替代

性的高低和依赖程度的高低组合列出四种可能性 :高

替代性和低依赖、高替代性和高依赖、低替代性和高依

赖以及低替代性和低依赖。⑤ 在这四种组合当中 ,低

替代性和高依赖度的组合容易产生紧缩型的贸易政

策 ,而高替代性和低依赖度的组合会促使政府制定宽

松型的贸易政策。

(三 )社会和政府的关系

政府制定与对手的贸易政策还受到社会行为体与

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虽然可以用“强政府 - 弱社

会 ”和“强社会 -弱政府 ”来描述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

系 ,但这种描述是非常粗略的 ,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固

定且静态化了 ,且忽视了制度在其中的作用。⑥ 我们

认为具体到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主要有两大因

素起作用 :其一 ,政府受社会行为体影响的程度。其

二 ,政府外贸政策制定的制度和部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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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赖克把国际经济结构定义为“在相对规模和相对劳动生产率

两个维度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结构 ”,参见 David A. Lake, Pow er,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U. S. Comm ercial S tra2
tegy, 1887 - 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1。

这个结论主要参照政府做出军事政策的影响因素。关于此

点 ,可参见 JamesMeernik,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Political

U se of Force,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Q uarterly, Vol. 38, 1994, pp. 121 -

138; Margaret G. Hermann and Charles F. Hermann, “W 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 An Emp irical Inquiry, ”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Q uarterly, Vol. 33, 1989, pp. 361 - 387。马斯坦丹诺也曾经做出类似的

结论 ,参见 M ichaelMastanduno, “Econom 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pp. 827 - 828。

Ka Zeng, Trade Threats, Trade W ars: B argaining, Retalia tion,

and Am erican Coercive D iplom acy, Ann A rbor: The University of M ichigan

Press, 2004, p. 42. 关于贸易结构的论述 ,还可参见 John A. Conybeare,

Trade W a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 ternational Comm ercial R ival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7 - 48。

这种分析还是比较粗略和静态的 ,因为没有考虑到要素的流

动性问题。

香博使用同样的组合来分析经济制裁的成功可能性 ,参见

George Shambaugh, S tates, F irm s, and Pow er: Successfu l Sanctions in U nit2
ed S tate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16。

当然 ,还有更为细致的分法 ,可参见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 s, ” In ternational S tudies Q uarterly, Vol. 40,

No. 4, Sep tember 1996, pp. 451 - 478; Thomas R isse - Kappen, ed. ,

B r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 ack in: N on - sta te Actors, D om estic S 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 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3 - 25。另外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学者所指的社会是社会学

意义上的社会 ,而非本文所讨论的以经济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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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一个方面而言 ,政府及政府官员虽然具有相

对的独立性 ,但在制定经济政策特别是外贸政策的时

候 ,或多或少要受到社会行为体的影响 ,这是因为政策

直接影响到社会行为体的利益。① 这种影响根据政治

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民主国家 ,基于选举筹款、

选民支持和经济表现的需要 ,政府需要社会行为体的

支持 ,因此受社会行为体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在非民

主国家 ,政府的独立性更强一些。不过 ,如果非民主国

家重视对外贸易的话 ,更容易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

此更能比民主国家实行宽松型的贸易政策。②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 ,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有着明

确的分工 ,如主管贸易的一般是商务部及相关部门 ,而

负责国家安全的一般是国防部等部门。总的来说 ,基

于各自的部门偏好 ,商务部以扩大出口和维护社会行

为体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 ,而国防部以保卫国家安全

为根本职责。因此 ,从外贸政策的取向来看 ,商务部要

比国防部更倾向宽松型的外贸政策。这就自然产生一

个推论 ,当商务部主导外贸政策制定的时候 ,社会行为

体的意志能够得以体现 ,而国防强势参与或影响贸易

政策制定时 ,国家安全的考虑就不能被忽视了。两者

在现实世界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例子。在罗斯克伦斯

(R ichard Rosecrance)所描述的“贸易国 ”的政府组成

中 ,负责贸易的部门的影响力比较大 ,而在强调对外军

事斗争的国家中 ,则主管国防的部门处于主导地位。③

五　结　论

　　学者们注意到了国际政治领域存在的与对手贸易

这一重大现象并给予了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总体

缺陷在于无视社会行为体的异质性 ,试图以国家行为

取代社会行为 ,把社会的某些属性或者视为不甚重要

的 ,或者是可以通过国家属性加以解释的。与以往的

解释不同 ,本文发展了一种国家 - 社会分析框架。该

理论分析框架从传统的国家中心论的窠臼中跳出 ,在

重视国家行为体继续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

同时 ,把社会作为另一个可以与国家行为体相提并论

的重要行为体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

根据该框架 ,国家行为体的偏好为国家安全 ,而社

会行为体的偏好是经济福利 ,两者的偏好共同构成一

国政府对外政策追求的根本目标。但是 ,国家安全和

经济福利不能兼得 ,特别是如果贸易对象为本国的对

手国。这决定了政府在制定与对手的贸易政策的时

候 ,只能在安全最大化或者福利最大化之间选择。至

于最终的对外政策是更偏向国家安全还是社会福利 ,

抑或是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程度的平衡 ,既取决于国

家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力量对比 ,也取决于一国所

处的国际安全结构和经济结构、对手提出的安全挑战

以及本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 ,国家 -

社会的理论框架要比单独的国家中心论或者社会中心

论更符合事实 ,也因此更具说服力。

必须指出的是 ,国家 - 社会模型并非一个包罗万

象的框架 ,有其理论的适用范围。一般而言 ,如果是用

以解释社会已得到充分发展并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国家

的对外贸易行为 ,其普适性便比较强 ;如果运用于社会

长期处于弱势的国家 ,其解释力则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另外 ,本文提出的解释模式实际包含了几组不同的变

量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妥善处理这些变量之间

的逻辑关系 ,可能是运用国家 - 社会模型对“与对手

贸易 ”现象进行解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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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社会行为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可参见 Stephen L. Elkin,

“Business - State Relations in the Commercial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2, 1994, pp. 115 - 139; Ronald Cox, ed. , B usi2
ness and the S 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lorado: W estview

Press, 1996。

这是因为非民主国家的政策否决点 ( veto point)更少 ,因此更

容易决策和实施。关于政策否决点 ,可参见 George Tsebelis, “ Veto

Players and Law Produc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n Emp irical A2
nalysis, ”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3, Sep tember

1999, pp. 591 - 608。

R ichard Rosecrance, The R ise of the Trading S tate: Comm 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 odern W 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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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d Core of the W a ltz ian Research Program and its Problem Sh ifts

Chen Hanx i　( 26)

The author attemp ts to app ly Lakatos’methodology to evaluat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fter Kenneth W altz p roposed

his structuralism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followers developed it into a research p rogram, called the W altzian Research

Program. This research p rogram has three hard core assump tions and two hypotheses, which have been accep ted by some

theorists like John Mearsheimer, Randall Schweller, W illiam Wohlforth, 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but not

by Stephen W alt. Experiencing several p roblem shifts, the W altzian Research Program has embraced some system level

theories as well as some unit level theories, thus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 Con test in Stra tegy, Polity, and Culture: Rom e and Carthage dur ing the Second Pun ic W ar

Sh iY inhong　Hu iL iwen　( 33)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Second Punic W ar, a p rotracted ancient major war that decided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W est2
ern civilization, should be observed from a perspective combining three - dimensional contests in strategy, polity, and

culture. Only through the dynam ic intercourses among these contests can we exp lore the fundamental causes for Rome’

s final triumph over Carthage. In a polity (or stat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that p rimarily embodie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estation was between Rome and Carthage as two distinct political entities or even societies, but

the contest in strategy was that between Hannibal the individual and the Roman state dom inated by the Senate. Rome

won the contests in all three areas, of which only the strategic contest experienced a difficult, tortuous, and almost un2
p redictable struggle, with embedded strategic fundamentals. FabiusMaximus and Scip io the Younger were the sup reme

m ilitary commanders within the Roman ruling group who successively made the greatest strategic contributions, while

Rome’s superiorities in polity and culture p rovided the ultimate deciding conditions for her strategic superiority. In com2
parison, the Roman - Carthaginian cultural contest, as a rivalry of the national mental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was the

broadest and most p rofound. This was less so in the contest of polity, and still less in the contest of strategy. However,

due to Hannibal’s m ilitary genius, chance in human affairs, which in most cases has a substantial influence, greatly fa2
vored Carthage rather than Rome during the W ar, highlighting a drama of opposition between contingency and“structur2
al”inevitability in the human world.

Trad ing w ith the O pponen t: A Sta te - Soc iety Ana lysis Fram ework

Song Guoyou　( 40)

Trading with the opponent, as a distinctive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 few

scholars. Unlike the p revious analytical route, the author develop s a new“state - society”model to exp lain such a phe2
nomenon.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the p references of both the state actor who focuses on security and the societal actor

who emphasizes econom ic welfare serve as a constraint on the foreign trade policy - making of a government. A final

trade policy toward an opponent will not only be decided by the game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al actors but will

also be effected by a series of other factors.

Ch ina’s Role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 Quan tita tive Ana lysis

L i Ka isheng　( 48)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second crisis over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China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and su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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